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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行在延安市安塞区
招安镇的深山沟壑之间，一
处隐于深沟的古村闯入视
野，这便是李塔村。村落依
山坡窑洞而建，村前山峁之
上，残存的古寨石墙历经风
雨，静静伫立。

这片土地的故事，远比
眼前景致厚重。唐代吐谷
浑部族在此繁衍生息，宋夏
对峙时烽烟四起，明代边患
连年，乡民凭寨避险，及至
晚清动荡岁月，古寨又一次
次成为百姓的庇护之所。
千年以来，一座李塔寨，守
护着全村人安稳度日，也沉
淀下黄土高原边地独有的
历史记忆与生存智慧。

烽烟早已远去，古寨依
旧无声。走进李塔村，循着
残垣、碑刻与老屋遗存，我
们一同品读这座深沟古村
跨越千年的寨堡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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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塔村藏在安塞区招安镇东北的一条
深沟里。

从沟口往里走，山越来越紧，路越来越
窄，正当你觉得前方再无人家时，眼前忽然
豁然开朗：几十户人家的窑洞依山而建，一
条小溪从沟里流出，村前一座陡峭的山峁
上，残破的石墙隐约可见——那就是李塔
寨。

这座寨子，当地人谁也说不清究竟建
于何年。只知道“老辈子就有了”，每逢乱
世，全村人就躲上去。寨墙三面皆是陡壁，
唯东北角设门，易守难攻。寨内有井，有粮
仓，是先民在动荡年代里用石头垒出的最
后一道防线。

李塔村的历史，远不止这座古寨。明
朝天启四年的墓石刻着“奕世文明”，清代
院落的门楼上刻着“荆树有花兄弟乐，书田
无税子孙耕”。而更深的土层下，还埋着唐
时的吐谷浑牧蹄、宋夏的烽燧、明代套虏的

刀兵，以及晚清董福祥的马队扬尘。
这篇文字，便从这座寨子说起，试着打

捞那些沉在黄土深处的血色记忆与寨堡春
秋。

山形地貌与古村遗存

李塔村位于安塞区招安镇东北约九公
里处，南北走向的山沟长约十五华里，四面
环山，民居村落依山傍水，一条小溪自沟内
流出，蜿蜒汇入杏子河。从高处望去，整个
村庄呈葫芦形状，沟壑环绕，北高南低，地
形幽深。安塞全区属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
沟壑区，境内沟壑纵横、梁峁遍布，平均海
拔近一千四百米，而李塔村坐落在这样一
片起伏跌宕的黄土褶皱之中，得溪水滋养，
数百年来生生不息。

村子所在的这条沟，是杏子河流域众
多支沟中的一条。杏子河古称浑州川，发
源于靖边白于山，全长百余里，流经志丹
县，从招安镇进入安塞，至沿河湾汇入延
河。这条河谷虽然不大，却在历史上扮演
了重要的军事角色——它自西北向东南贯
穿安塞，是连接陕北高原腹地与延安城的
天然通道。北宋年间，这里是宋夏对峙的
前线，狄青所筑的招安寨（今招安镇）即雄
踞于浑州川（杏子河）之畔，控扼要冲，它与
扼守延河河谷的龙安寨、屏卫西川的万安

寨等，共同构成了安塞北、西方向的扇形军
事防御纵深。安塞区在军事地理上的定
位，古人早有定论：“金明屏蔽，上郡扼
塞”——安塞是延安的北面屏障，军事上的
险要关隘。李塔村就深藏在这样一条“扼
塞”地带的支沟之中，虽远离主河谷，却从
未真正远离过这条河谷所承载的战乱与动
荡。

从更长远的历史脉络看，这片土地的
人文底蕴比宋明时期更为深厚。据《新唐
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等史料记载，唐
高宗仪凤年间，朝廷将自青海、甘肃一带内
附的吐谷浑部落安置于延州（今延安）之
境，特置“浑州”以统辖，其地大致在延州西
北，涵盖今安塞西部、志丹东部一带。杏子
河的古称浑州川正源于此。吐谷浑人在这
片河谷地带“随逐水草，习骑射，事畜牧”，
生活了数百年之久，与当地汉人、党项等族
逐渐交融。尽管“李塔”之名源自明清时期

的汉人聚落，但脚下的黄土层中，很可能叠
压着唐至五代时期农牧文明交汇的深层历
史记忆。

村中至今保存着多处古窑洞院落，格
局层层分明。最显眼的三处大院，窑洞皆
用石块砌成，纵横相交，院落宽大，兼有门
楼，硷畔以石板垒砌，部分呈拱形以夯实稳
固。其中一个院子的石门楼两侧刻有一副
对联：“荆树有花兄弟乐，书田无税子孙
耕。”寥寥十四字，透露出旧时殷实人家对
家族和睦与耕读传家的朴素期盼。院内门
楼上的木石雕刻，有花有动物，还有刻着的
字，纹样精美，工艺考究，每一处细节都藏
着一户人家曾经的光景。

村中曾出土明朝天启四年（1624）的古
墓石刻，刻有“奕世文明”四字，摩崖石刻上
雕有卧鹿、卧龙、奔马等图案，形象生动，工
艺精湛。李塔村的前身名为“李家塌”——

“塌”在陕北方言中指的是黄土高原上被水
流冲刷形成的塌陷地带，这个地名比“李
塔”更古老，也更贴近这片土地最初的样
貌。

村前的李塔寨，地势极为险要，其历史
渊源值得深入推究。据现存地形与宋代安
塞边防体系分析，其最初的军事功能或可
追溯至北宋。李塔村所在的葫芦形沟口，
距浑州川主道上的招安寨直线距离不远，

且三面绝壁、易守难攻，具有典型的防御地形
特征。结合当时宋夏在这一带“堡寨相望，烽
燧相接”的防御格局，可以合理推测：李塔寨
所在位置，极有可能是北宋招安寨防御体系
向杏子河支沟延伸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承
担着前沿预警、扼守支沟、保护粮秣及乡民临
时避难等辅助性功能。其寨中必有的古井，
正是宋代堡寨“因山为寨，必先择有水之地”
这一生存原则的体现。虽因规模所限未载于
《宋史》等正史，但它应是民间自发或官方督
导下修建的次级防御工事，是“官防”与“民
守”结合的产物，见证了宋夏百年对峙的边疆
常态。从建筑层累看，现存寨墙、门楼多为明
清甚至近代为防土匪而重修加固，但其核心
选址与基本功能，很可能在北宋时期即已奠
定。

寨子三面皆是陡峭沟壁，唯东北角设寨
门，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在那个官府力量难
以抵达的岁月里，这座古寨就是村民们赖以
自保的屏障。每逢战乱匪患来袭，全村男女
老少便携粮带水，攀援而上，藏身其间。从其
战术作用推测，这样的地形尤其利于防御自
沟口而来的小股游骑袭扰。在宋夏时期，它
可能主要应对西夏的“打草谷”小队；在明清
以降，则用于抵御流寇与土匪。石门楼上“荆
树有花兄弟乐，书田无税子孙耕”的对联，恰
是这种“战时据险以自保，平时耕读以求存”
的双重生活理想的深刻写照。李塔寨无声地
提醒着后来者：在漫长的农耕岁月里，安宁从
来不是理所当然的馈赠，而是每一代人用石
头与胆量换来的守护。

李塔村的民居窑洞依山而建，层层叠叠，
院落之间以石径相连，雨天泥泞难行，晴日里
倒也曲径通幽。窑洞深处，冬暖夏凉，千百年
来一代又一代的李塔人在这里出生、长大、老
去，在黄土与石头之间经营着日复一日的生
计。安塞全区耕地中约百分之九十五属于山
地，这里的日子从来都不轻松，但先民们仍然
在山沟里开垦出片片良田，沿溪筑坝，引水灌
溉，将一方贫瘠的黄土地变成了可以世代生
息的所在。

明清之际，李塔村逐渐形成今日的格
局。村里的古井至今仍存，井壁青苔斑驳，井
水清冽如初，仿佛还能照见当年担水人的身
影。古树苍然，枝叶繁茂，见证了数百年来的
风霜雨雪。几处石碾盘散落在院落之间，表
面被岁月打磨得光滑圆润，那是旧时村民们
碾米磨面的日常工具，如今静静地躺在杂草
丛中，无声诉说着曾经的烟火人间。

这便是李塔村的自然底色与古村风貌。
它深藏在安塞的沟壑之间，葫芦形的山沟里
藏着数百年的耕读传承，村前的古寨堡默然
矗立，见证着这片土地从唐代吐谷浑人游牧、
宋夏铁骑交锋、明清村落肇建直至近代风云
变幻的沧桑变迁。而这一切，不过是李塔村
厚重历史的序章。

明代边墙下的“暗哨”

自北宋的烽烟散去，至清同治年间董福
祥的乱局再起，其间横亘着漫长的明代。对
陕北而言，这并非一段太平岁月，而是“边患”
地理的北移与内化。明初，防线一度北推至
河套，然“土木之变”后，蒙古诸部（史称“套
虏”）长期驻牧河套，延绥镇（榆林）成为九边
重镇。安塞虽在官方舆图中标为“腹里”，实
则处于边墙内缘的剧烈震荡带上。李塔，这
个杏子河支沟里的小村，在明代近三百年的
历史中，其命运并非静止，而是被卷入了一场
场由北向南席卷而来的风暴中。其中，有两
次确凿的“扫境”之祸，足以让我们重构那段
被遗忘的“避虏”记忆。

明代边防格局的演变，深刻影响了李塔的
地理处境。成化年间，巡抚余子俊大修边墙
（明长城），其主防线位于安塞以北的靖边、吴
起一线。李塔所在的杏子河流域（古浑州川），
虽不在长城正关，却是延安府北部的交通孔
道。史载嘉靖年间，俺答部曾多次突破宁塞营、
保安等外线，深入延安、庆阳腹地掳掠。当烽
火在北面的山梁燃起时，杏子川便成了官军调
防的通道，也是游骑可能渗透的缝隙。李塔村
作为招安镇的东大门，其山峁上的古寨，在此
时极可能被赋予了新的功能——不再是宋代
的拒马前沿，而是明代监视腹地、预警避乱
的“暗哨”。这种角色的转变，源于整个明代
陕北防御体系的纵深化。

明廷在陕北的防御，并非固守一道边墙，
而是构建“营堡—边墙—烽燧”三位一体的纵

深体系。当边墙被突破，散布于山川要冲的
各类寨堡，便成为迟滞、预警和收容的第二道
防线。李塔寨的形制——石墙、险径、高台、
古井——与明代官方倡导并民间广泛修筑的

“崖寨”高度吻合。其选址之巧，既可利用天
险，又能控制沟口，正是应对游骑流窜的典型
设计。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在边情紧急的
年份，地方保甲或乡绅极可能重新启用并加
固了这座古寨，使其纳入地方自保的网络之
中。寨中那口不知开凿于何时的深井，在此
时的意义远超寻常水源，它是在围困中维系
生命的战略储备。这种“因险设寨、凭寨自
固”的逻辑，是明代陕北民众在官方力量不足
时，被迫发展出的生存智慧。

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两次具体而惨烈的注
脚，足以窥见当时李塔可能面临的威胁。第
一次是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冬。据《明宪
宗实录》记载，蒙古骑兵大举入寇延绥，“入延
绥，保安、安塞二县分道剽掠，焚营堡，杀军士
居民男女，钱谷牛羊扫境一空”。奏报中痛陈
守军“俱闭门坐视”。这一年冬天的寒风里，

“扫境一空”四字意味着安塞县域内几无完
土。杏子川作为连接保安与安塞县城的天然
走廊，正是“分道剽掠”的必经之路。可以想
见，当烽燧传来“虏入安塞”的警讯，李塔村民
必然如同他们的宋代先祖一样，弃窑驱畜，携
粮扶幼，沿着那条陡峭小径，全族退守山顶古
寨。寨墙上的每一次修补，或许就始于这样
的惊魂之年。这次危机，很可能催生了明代
对李塔寨的首次大规模修复，将原本可能已
残破的宋夏遗垒，重新夯筑为真正的“避虏
所”。

更大的动荡发生在近八十年后的嘉靖
年间。嘉靖二十四年（1545）七月，史载“套
虏”两万余骑自宁塞营破墙而入，守将张鹏
不能御。虏骑“扬扬南驰”，经保安、安塞堡，
直抵园林驿、岔洛川，距延安府城仅百里，

“盘留十余日而去”。此次入寇，官军多“逗
留观望”，致使“蹂躏田稼、燔毁室庐不可数
计”。招安镇所在的区域，正处在此次入寇
的兵锋掠过之地。蒙古骑兵为了最大限度
地劫掠人口与粮草，必然会沿河谷川道流窜
扫荡。李塔沟口外的开阔地，极可能成为游
骑饮马、劫掠零散村落的前沿。这种“近在
咫尺”的威胁——马蹄声或许就在沟外响
起，远处邻村的烟火清晰可见——比直接的
攻寨更能深入骨髓地塑造一种集体的恐惧
记忆与避险本能。在嘉靖朝及其后边患频
仍的岁月里，“入寨避虏”很可能已成为李塔
及周边村落一种周期性的、近乎条件反射的
生存仪式。

长期处于这种“背景性焦虑”之下，深刻
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生态与文化心理。明代中
后期，陕北军屯败坏，民生异常艰难。李塔沟
内那些布局规整、砌石精良的古窑院，或许就
见证了许多复杂的身世：他们可能是从边墙
外逃难而来的流民，可能是退役后在此垦荒
落户的军户，也可能是在动荡中寻求宗族庇
护的同姓聚落。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更耐旱的
作物种植技术，还有一种对“鞑子”南下的、代
代相传的集体记忆与防范意识。李塔村出土
的明代天启四年（1624）墓刻，其上“奕世文
明”四字，以及精美的卧鹿、奔马、祥云浮雕，
或许正是这种复杂心态的折射。在长期与战
乱、匮乏为邻的土地上，人们对“文教昌明”

“世代太平”的渴望，对田园牧歌式安宁生活
的向往，比任何富庶之地都更为炽烈而深
沉。那石刻上的鹿与马，与其说是纯粹的装
饰，不如说是一种在精神上对抗现实烽烟的
祥瑞寄托。

因此，明代对于李塔而言，是一个“寨堡
记忆”被不断激活和强化的时代。这段历史
虽未像宋夏战争那样留下具体的攻防记载，
也未像同治回乱那样涌现出标志性的枭雄
人物，但它作为一种持续而沉重的生存背
景，早已渗入这片土地的肌理。寨子，在明
代不是史书中的主角，却始终是李塔人应对
无常世事的最后底牌。它像一块历史的磁
石，吸附了从成化到嘉靖年间无数次惊惶的
喘息、决断的汗水和劫后的余悸。它沉默地
矗立在那里，连接着北宋的“防胡”与清代的

“避匪”，构成了李塔村跨越近千年时光的生
存逻辑中，那根坚韧而隐忍的脉络。直到新
的时代浪潮涌来，这座古寨又将承载起全然
不同的命运，而那，已是另一个故事的开端
了。

（下转第七版）

黄土褶皱藏古寨黄土褶皱藏古寨 烽烟遗迹载春秋烽烟遗迹载春秋
——安塞李塔村记安塞李塔村记

于媛媛于媛媛

● 老石磨藏着旧时光老石磨藏着旧时光 张明明张明明 摄摄

● 石拱门守着村寨过往 于媛媛于媛媛 摄摄

李塔村的窑洞旧院李塔村的窑洞旧院 段玉龙段玉龙 摄摄


